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协调

与改革应对

田 国 强

摘    要    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0 年以来持续显著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深

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互动互补关系，导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内部风险，再加上外部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

经济雪上加霜。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的相互作用来应对其短期复杂局面，

实现向高质量的中长期的发展迈进。这就必须在一个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框架之下来考虑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工作，以此扭转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体制机制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面对改革

发展难题不能仅停留在应该改的层面，更要明确怎么改、谁去改和能将改革举措形成可行方案推行落实下

去，这都需要兼顾短期货币、财政政策和宏观谨慎政策调整与中长期结构性体制改革，形成互为支撑，尤其

要对金融体制与财政体系（特别是地方财政体系）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

良性循环，打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和地方债务高企的关联困境，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相

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而良性竞争的局面，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进一步引向深入，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和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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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而显著的下滑，从 2010 年的 10.4% 一路下降到

2018 年的 6.6%。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外部性的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内部短期政

策应对和中长期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互动互补关系，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衡这三个

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在一个动态联动的一般均衡综合治理框架下推进，做到科学性、严谨

性、时代性、现实性、可行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从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个维度

来分析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此消彼长的问题。

展望 2019 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机会同在，内部面临许多内在风险因

素，尤其是金融风险、家庭地方债务风险和经济大幅下滑等因素，外部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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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究竟会如何发展仍有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都要高度重视。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中所存在

的家庭债务、民企融资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与金融和财政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已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

展、阻碍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主要根源，为此必须处理好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调整与

财政金融体制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局部均衡和全局均衡之间的关系，促进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以所

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原则推动新时期民营经济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才是可期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媒体、学界和政府部门及相关文件大多对目标方向、对应该做什么说得很

多，但是没有着重强调改善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对如何做、怎么做才能达到既定

目标也谈得很少，形成上下一致的激励相容改革举措更少。比如，大家都在谈要深化改革、要创新突围，

这毫无疑问都是对的，但具体药方是什么呢？关键性举措又是什么呢？这些谈得都很少。许多这类政策建

议的结果往往就是好心做错事，并且如果目标方向不对，做得越多就错得越多。例如，现在市场化改革的

提法越来越少了，这容易使得改革的取向模糊化，难以聚焦，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市场化改革共识，不少

人就以为只要靠政府和国企无限度的有为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仅仅靠政府的号召就可以达到，现实

中这样好心做错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符合实情和形成有动力的激励相容举措很少，要么是文件空转，要

么是下面应付或效果有限。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无法真正深入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此。

其实，目标确定后对所要解决问题的提出往往较简单，关键是如何弄清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及方法

以实现目标。改革过程中的正确路径往往不多，面对五花八门的改革方案建言，要善于发现真正具有科学

性、可行性、前瞻性的方案，摒弃弱逻辑思维，否则将导致改革难以真正深入，给政府以无限作为的空

间，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我们学者在这方面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许多时候

没有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逻辑和路径及其方式方法讲清楚。要多谈如何改革，多谈改善有利于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凝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的共

识，才有可能制定出可行的激励相容的改革方案和应对政策。在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内许多学者提出

了要与西方世界全面对抗的建议，如果真的按照这种思维和策略去制定国策，风险巨大①。

一、正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风险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机遇空前，挑战亦空前，变得异常错综

复杂。2018 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并带动制造业投资

有所回升，就业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也得到初步抑制；同时也稳中有变，受家庭债

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外部贸易壁垒增多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

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较多，而国有僵尸企业又出清滞后，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出

现错配，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下降②。因此，宏观经济的下

行背后是微观经济的困境，是内外部不确定风险的叠加和积聚。

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 2018 年报告中给出的预测，

包括内需和外需在内的总需求不足使得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增大，短期债务超预期增长，流动性风险持续

累积。受实体经济的拖累，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

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清单中的一个优先项。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经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协调与改革应对

 

①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总钥匙》，《社会

科学报》2019 年 1 月 10 日。

②关于 2018 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参见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的《2018−2019 年中国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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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消失，外汇储备规模出现波动。

在诸多内外部风险因素中，中美关系正成为最大的不确定风险，其博弈互动走向不仅具有双边影响，

而且具有世界影响。中国需要找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和排除双边战略误判的途径，否则很可能会朝更负面

的战略竞争乃至全面对抗方向发展，一旦演变成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多方面的敌对，势必将影响到世界

和平和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局。其实，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可以是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比如，美国

之于英国、日本之于美国。按照孙子兵法，最佳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是下

策。所以，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与美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务实谈判，寻找和凝聚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

异求同，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忽视或相互指责的敌视，彼此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①。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

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如处理不好其负外部性巨大，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既

得利益的掣肘，可利用中美经贸摩擦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解决和缩小中美经济和贸易间各自的诉求，

从长远看，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大有好处，中国经济过去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显著的程度上是由中国加

入 WTO 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接轨这种倒逼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

方位改革，逐步真正融合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大潮中去，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不

能完全不主动而是被内外部倒逼去突破旧的制度框架，这样的改革成本会很大。改革也需要主动地去改掉

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不合理规章制度。所以，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

被泛用了，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都

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

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变革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

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干预和参与竞争性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为导向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立即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于效率和创

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和挑战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新局面和具有竞争

力，就必须下决心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通过真正的改革来提

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

当然，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不辅以其他必要条件也可能会出现经

济失败，现实中显然不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不能

将其他额外必要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市场经济。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重要

使命，一是明道，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鼓与呼；二是优术，就是应将改革和开放的内在逻辑、

可行路径与方式方法讲清楚，充分考虑怎样做成事情而又没有或很少负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其分析建议

就应该是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真正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时代

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的科学依据和支撑。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抓手

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面，国内很多智库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可谓是五花八

门，但大多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和量化分析，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不足，难以精致化，导致市场化改

革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

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唯有从深层次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

关于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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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中美关系的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大国战略之定力、改革与全球化》，《财新网》专栏文章，http://opinion.caixin.com/2018-10-17/
101335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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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是平衡

的、充分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

何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概

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其次，中国要做到经济不同层次和部门及行业间的协调发展。再次，经济社会发展是多方面的，既

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

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

放。第五，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

代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主要矛盾、应对外部世界复杂局面和不确定性的根本依靠，从而需要全面、准确地

把握其内在要求。
1.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起飞和爬坡阶段，无疑发挥着巨大的经

济增长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由于初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激

励扭曲，使得一旦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即使是粗放式的要素驱动模式也能够带来巨大增长绩效。然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动，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

会发生作用，传统模式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当前，中国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源和能源短缺、环

境容量濒临警戒线等严峻形势，这些都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让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优化来勃发创新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2.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到为民生而竞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的制度安排下，调动一切资源竞争性地推动经济

增长，解决了超过 7 亿人的脱贫问题，比整个欧盟 2017 年的人口规模还多 2 亿多，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十分突出。当前，中

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较多、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民

生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精准匹配市场供给需求，从解决基本生活

需求转向解决改善生活需求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码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

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职责①。
3.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微观主体有活力，提质增效促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

整体上依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创新层次水平不高，在微观层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对外依赖度较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要素成本高，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时有脱实向虚的严重现

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因此，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人力资本提

升、管理优化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力

度不断加大，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进而，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不应靠政府全面深度干预、靠财政补贴输血式的产业

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强烈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进而遏制中国造成口实。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

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稳定、不下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

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短期风险防范化解的财政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协调与改革应对

 

①田国强：《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18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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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关系。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

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

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

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非常重要，过去一个时期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同时，

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例如，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方面，结

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反对市场化，无法形成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共识。

实际上，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错，而是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实现科学性、严谨性、

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与可行性这“六性”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中，改革

尤其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应该继续往前，走向深入，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

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只有以市场化的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促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才得以推进的，从而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和更高

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尤其在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所突

破，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以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推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四十

年，中国经济无论是实现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驱动转型，还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也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勃兴。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些体制障

碍、政策瓶颈，使得民企不敢投资、不愿投资、不能投资，投资增速以及消费增速持续放缓，导致中国经

济的内在驱动力有所弱化。解决这一发展困局，中国需要找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佳

结合点。同时，要注意短期刺激财政货币政策的中长期负面效应，同步推进深层次的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而良性竞争的有益局面。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

放才能真正地走向深入①。

第一，加强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政策协调，解决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和融资贵的问

题，并以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要走出经济下行区间，需要让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起来，但不

能依靠大水漫灌式的强经济刺激，一来财政吃紧、难以为继，二来行政干预、效率低下，会引致大量过剩

产能和高企债务。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充分汲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依靠实质性减税，激发各类

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积极性，壮大民营企业群体和中产阶层人群，做大做强内需市场。即使是财政支出

也应该从过去长期依靠的铁公基投资，更多地转向教育、卫生、就业培训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于

创新的激励引导上来，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并与宏观审慎政策相配合，发挥对金融稳定发展及对实体经济的支

撑作用。同时货币政策框架应适时从货币供给向利率调控转变。与积极财政政策相匹配，货币政策应以切

实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为导向，刺激趋于疲软的投资需求。美国在这一轮经济

复苏中就在较长时期内实行了零利率或低利率，而在经济增长下行区间中国资本回报率已降到 3% 左右，

不复十年前高达 10% 的水平，因此高利率已经明显不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应对外部竞争和实现良性发展，适

时适度下调利率应成为可采用的政策选项②。当然，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维持金融稳定发展，也

是宏观审慎政策需要着力解决的。

第二，深化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金融体制改革，破解民企融资困境和规避地方债务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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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黄晓东、宫健：《2019：深化改革开放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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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与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具有内在关联性，对于两者之间的动态联动机制需要有全

面、准确的认识。金融运行效率的下降，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信贷资源错配加剧，民企投资

意愿和能力降低，带来的后果就是实体经济下行；而在当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

制下，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地方政府通过种种举债方式来筹资增加对微观经济体的补贴，政府

补贴因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反过来又会加剧资源错配和经济的下行。

笔者通过数值模拟显示，金融运行效率每下降 1%，会导致地方债务提高 2.01%，造成经济体的整体福

利损失为 0.52 个百分点。同时，基于反事实分析也可发现，“债务驱动”发展模式不仅短期内无法有效应

对金融运行低效率导致的经济下行，而且从长期看，这一发展模式无法从根本上破除金融运行效率下降和

经济福利损失的恶性循环①。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金融运

行和信贷配置中的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创新，让市场在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方

面起更大的作用。

第三，深化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政

绩考核晋升体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随着财权上移而显著提升，这与各国强调中央税权、

约束地方税权的税权治理共性相一致，也与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适应。但是，压缩的地

方财权与扩张的支出责任之间越来越难以匹配，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土地财政和各类收费项

目来填补缺口。所以，新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触及更深层次的事权和财权的结构性再分配，赋予地方一

定的相对独立税权，并以法律制度予以确认②。

一个激励相容的国家公共治理体系，要同时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协力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改

进，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则是福利改进的重要依靠。2018 年 11 月 1 日中央主持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后，各

省市陆续出台了大量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不过，从历史经验看，关键还是政策要落

地，否则又只是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民营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

做到这一点呢？应该加大民企发展在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中的优先级和重视度，形成为民企发展而

竞争的良性局面。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要在未来四十年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必须戒骄戒躁、求真务实，

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更要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

体系，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对抗。我们对外部对自身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

自大，对外韬光养晦的方针不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

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

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这

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③。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应急管理项目“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基于大

型准结构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71850002）、上海财经大学社科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研究”（201811013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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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oordination and Reform Respons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IAN Guoqiang

Abstrac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continuous sharp declin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nce 2010 is  the failure to properly  handle the interactiv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t-

term policy  response  and  mid-  and  long-term deep  structural  reform.  Consequently,  China  is  facing  many

internal risks, coupled with external uncertainties that add to the economic difficulty. To address the short-

term  complex  situation,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structural  reform  in  an

interactive  manner  to  achieve  mid-  and  long-ter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urrent  efforts  to  stabilize

growth, promote reform, adjust structure, benefi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event risks must be positioned

within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eaturing dynamic linkage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so as to

reverse  the  continuous  deceleration trend.  Thi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and is also essential for adapting to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eng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he fac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we must move beyond the mere agreement

on  reform  toward  further  clarifying  how  to  reform  and  who  is  responsible  and  capable  of  the

implementation.  This  requires  both  short-term  monetary,  fiscal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djustments

and mid- and long-term 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particular deep structural reforms in financial

and fiscal systems, so as to foster a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real economy, solve the

dilemma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high  cos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igh  debts,

achiev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mote benign competi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is  way  China’ s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an go deeper to realize sustainable and ben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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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Analysis i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Network

— A Review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Framework and the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YE Chusheng,  REN Zhaoke

Abstract:   Network  research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most  attractive  research  fields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not only discusses how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brings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new

tool  to  economic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conomic  framework  to  research  of  network

formation problem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analysis paradigm and sociology paradigm On this

basis,  we  especially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s  research  framework  and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Under  this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new  viewpoints  and  discoveries

arising  from  micro  shocks  and  macro  fluctuations,  market  power  and  pric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research  framework  and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i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horizon between “economic man” and the “social man”.

Key  words: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network  structure  effect,  economic  research  framework,  rationa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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